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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动的

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 [1]。然而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也产生了诸多环境问题，以 CO2 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

排放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2,3]。城镇化水平的

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反过来推动城镇化进

程，提高能源消费需求，导致碳排放的快速增长，进

而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气候问题 [4,5]。城镇化

与碳排放是当前普遍关注的两大热点，城镇化本身是

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碳排放

有着不同的影响 [6]。城镇化又可分为人口城镇化、土

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 [7]。传统的城镇化解决了发展

“快不快”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高

质量的城镇化，高质量城镇化是实现碳减排、减缓全

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人口、

土地和经济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其水平进

行评价，进而研究三个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对能源消

费碳排放的中介传导机制，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

供理论依据。

1  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经济的波动和竞争加剧，尤其是全球气

候变化带来的对资源消费的反思，使得国内外学者对

区域发展的研究不断向“质量”聚焦，研究范畴也由

单一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展到社会保障、生态环保等

领域 [8]。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描述为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之后，

高质量发展在多个重要场合被反复提及，并由此提出

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而众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

学角度对高质量发展进行界定，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虽然从属于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显然更广阔，包括经济、人口、生态等方面，且更加

重视发展的质量而不是速度 [9]。为了对高质量发展进

行经济学研究，诸多学者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其

内涵界定和水平评价 [10]。方创琳等从经济城市化发展

质量、社会城市化发展质量和空间城市化发展质量三

类一级指标及 12 项具体指标构建中国城市化发展质

量的指标评价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对 1980—2008
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城

市化发展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并在缓慢提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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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 [11]。

当前学者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的

测算、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外所使用碳排放

数据主要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12]，国内的碳

排放数据主要采用四种方法进行核算：能源平衡表

法、投入产出模型法、生命周期法和空间数据法。当

前没有一种方法是普遍适用的，要根据具体研究对象

选取合适的方法，本文所采用的碳排放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其采用能源平衡

表进行测算。国外学者多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

素，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能源消耗、金融发展等

对碳排放的影响 [13]，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能源消费

来源对碳排放的影响 [14]。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的影

响研究，从影响因素总结为技术因素、结构因素和规

模因素 3 个一级指标，具体包括经济规模（经济发

展）、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

结构、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等 6 个二级因素。从

研究方法总结，常用的研究方法可划分为 5 类：指

数分解分析法，其中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on Index，LMDI）更为常用；结构分解分

析法；KAYA 等式及其变形，主要有 IPAT（Impact 
Population Affluence Technology） 模 型 和 STIRPAT

（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模 型；EKC 模 型； 计 量

经济学方法。其中，计算经济学方法包括静态面板模

型、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单位根和协整、

因果关系分析等，适用性较广。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大量研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促进了碳排

放，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不显

著。Al-Mulali 等分别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

模型（GMM）研究了全球 93 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碳

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率促进了碳排放 [15]；

Hossain 基于 1971—2007 年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面板数

据，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能源消费

总量、经济增长、城市化率、对外开放度对碳排放的

影响，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总量和经济增长促进了碳排

放，对外开放水平抑制了碳排放，城市化率对碳排放

的影响不显著 [16]。周葵等基于 1978—2009 年全面层

面数据，运用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中

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

化率与碳排放之间长期存在驱动关系，城市化率的提

高将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加 [17]。孙叶飞等基于 2000—

2014 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城镇化与产业结

构高级化对 CO2 排放的影响机理，结构表明，城镇化

与 CO2 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高

级化降低了碳排放 [18]。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对碳排放进行了诸多研究，

但对高质量城镇化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高质量城镇化

与碳排放两者关系研究较为缺乏。以往文献研究主要

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多运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这一单一指标衡量城镇化水平；二是碳排放的影

响因素研究中，多将城镇化水平作为影响因素之一进行

分解或回归，单独进行两者关系研究的文献较少；三是

城镇化与碳排放两者关系研究中，多假设两者之间存在

线性关系或因果关系，对两者传导机制研究较为缺乏。

基于此，本文拟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拓展：①基于人口、

土地、经济角度构建高质量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能够

较为客观全面反映当前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水平；

②引入人口、土地和产业高质量城镇化相应的中介变

量，劳动力结构转型、土地财政、经济集聚，运用中介

效应模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验证人口、土地和经济

高质量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中介传导机制。

2  多维度高质量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城镇化的发展

质量，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

调发展。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4—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全

面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新要求。新型城镇化的目的

是实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其核心在于以人为本、

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这是高质量城镇化评价的标

准 [19]。基于此，本文认为高质量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

的主要区别在三个层面：一是高质量城镇化是大部分

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实现农民市民化，通过优化人

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提升人口发展潜力和社会保

障，实现人口和谐发展。人口转移是城镇化的外延，

其实质是实现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而人口素质的提升是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人口

结构优化、人口发展潜力提升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人口保障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二是高

质量城镇化是实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城镇空间布局

合理优化、投入产出效率高效、生态环境优美、人地

协调发展的土地高质量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随着人

口增长往往伴随着城市空间扩张，存在土地城镇化快

于人口城镇化而导致的土地利用低效和浪费问题 [20]。

高质量城镇化重视市政建设、生活设施和生态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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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科学规划，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重视居民生

产、生活环境的改善，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和城市

污染问题。三是经济高质量城镇化是以“五大发展理

念”为指导原则，通过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实现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和谐稳定，城乡居民共

享发展成果。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城镇高质量建设的

基础。传统城镇化主要靠粗放型的工业化推动，高质

量城镇化建设应该依靠科技创新，在实现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步、绿色、开放发展。

根据高质量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借鉴已有的研

究成果 [21]，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

本文将高质量城镇化分为人口、土地、经济三个维

度，构建高质量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

并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对高质量城镇化指

标体系中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熵值法是通过计算指

标的信息熵，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

影响来决定指标的权重，相对变化大的指标具有较大

的权重。因子分析法能从选定的指标体系中归纳出大

部分信息，是根据数据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客观

加权，且本文绝大部分变量的

Kaiser-Meyer-Olkin（KMO） 值

在 0.7 以上，表明可以运用主成

分分析求权重。两者结合使用，

可使评价结果更为准确。熵值

法和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的计算步骤分别见参考文献 [22]
和 [23]。两种方法计算的权重

加权平均，即得到各项指标的

权重，具体结果见表 1。人口、

土地、经济高质量城镇化水平

的综合评价结果受限于篇幅限

制，不再展示。

指 标 数 据 来 源 于 2006—

2020 年《中 国 统 计 年 鉴》、

2006—2019 年《中国社会统计

年鉴》、2006—2020 年《中国高 
技 术 产 业 统 计 年 鉴》、2006—

2018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

计年鉴》。极少数缺失数据采用

插值法或平滑法予以补充。所

有涉及价格的指标数据，均以

2005 年为不变价进行平减指数

处理。最后本文运用极差法，

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处理。

3  多维度高质量城镇化影响

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3.1  多维度高质量城镇化对碳

排放直接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假

说提出

人口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

表1  多维度高质量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权重

人口高质量城镇化

人口结构
非农人口比重 正向 0.091 8

男女比例 适中 0.085 7

人口素质
每十万人受高等教育人口 正向 0.090 8

平均寿命 正向 0.092 5

人口发展

潜力

人口自然增长率 正向 0.029 0

老龄化率 负向 0.069 3

人口和 

谐度

总抚养比 正向 0.080 5

社会离婚率 负向 0.104 1

人口保障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正向 0.190 9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正向 0.165 5

土地高质量城镇化

土地利用

结构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比重 负向 0.104 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0.094 0

土地利用

程度

城市人口密度 正向 0.116 2

人均拥有城市道路面积 正向 0.099 0

土地投入

水平

地均固定资产投入 正向 0.175 0

地均财政支出 正向 0.104 2

土地产出

水平

地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正向 0.107 8

地均财政收入 正向 0.199 5

经济高质量城镇化

产业结构

升级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正向 0.075 2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比重 正向 0.065 6

经济发展

稳定

城镇登记失业率 逆向 0.048 0

经济增长波动率 适中 0.065 2

经济发展

协调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逆向 0.032 4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 逆向 0.033 5

经济发展

共享

每万人拥有的公共交通车辆数 正向 0.095 3

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床位数 正向 0.052 5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正向 0.066 8

科技创新
研发（R&D）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正向 0.102 6

每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授权数 正向 0.149 7

对外开放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正向 0.113 5

利用外商投资总额占 GDP 比重 正向 0.0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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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是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使更多农民通过转

移就业提高收入，实现农村人口市民化。随着农村人

口向城镇转移，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

转移会加大能源需求，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24]。一方

面，第二、第三产业能源消耗通常高于第一产业；另

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动农业生产密集化和

机械化发展，增加能源消耗。农村人口向市民的转化

也伴随着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转变，一般而言，城

镇居民消耗的能源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

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和影响消费结构，导致能源消费

和碳排放的提高 [25]。因此，在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

展的初期，农村转移城镇的人口较城镇存量人口对能

源需求更多，而中国长期的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以化石

能源为主，必然产生较多的碳排放。但随着人口城镇

化高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城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增

强了公民环保意识，提升了环境集中治理的效果；人

力资本积累的可持续增长效应最终会促进城市碳排放

的降低 [26]。由此，提出假说 1：现阶段人口高质量城

镇化显著影响了碳排放，但具体作用方向有待进一步

证实。

土地是城镇化的载体，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城镇建成区面积快速低效增长 [27]，城市建设用地挤占

耕地和林地，消耗大量能源，产生较多的碳排放，同

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提高，增加对能源密集型

原材料的需求，进而增加碳排放。快速扩张的城市以

“摊大饼”形式蔓延，导致更多私家车出行，降低公

共资源共享效率，产生较多的碳排放。但随着城镇化

质量的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布局更为

紧凑，紧凑式的空间模式不仅可以缩短通勤距离，共

享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降低能源消耗 [28]，还

可以腾出更多空间植树造林，增加碳汇。但也有研

究表明，中小城市的人口密度的增加能够降低居民生

活能源消费，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带来“大城

市病”等问题反而增加了能源消耗，产生较多碳排

放 [29]。而众多文献表明，当前的土地城镇化水平促进

了碳排放，但随着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有利

于碳减排 [30]。因此，提出假说 2：现阶段土地高质量

城镇化水平正向促进了碳排放。

产业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主要表

现为经济总量的提高、经济结构的非农化，产业发

展、产业结构、产业创新和产业开放度可以充分表现

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31]。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高级

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及环节间的流动导致要素配置发

生改变，外在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碳

排放受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技术创新和对外

开放等影响。根据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与

碳排放存在倒 U 形结构，该结论已经被诸多学者证

实 [32]。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各

产业对能源需求量不同，当工业占比较大时，需要消

耗较多能源，产生较多碳排放；但随着经济城镇化质

量的提升，第三产业占比逐渐增加，能源消耗有所下

降，但在经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初期，第三产业发展

增加了对各种办公建筑、家用轿车和公共交通的能源

消耗 [33]。众多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有助于碳减排，一

方面，低碳技术的创新有利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助

推碳减排；另一方面，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 [34]。当前经济

对外开放对我国碳排放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对外

开放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产生正外部性，并有利于

促进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进而有利于知识传

播和人力资本增加，东道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

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同时按照国际环境

标准，强化环境管理措施，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

升创新能力，从而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发达国家

主要将本国污染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东

道国则成为“污染避难所”；各国为了在世界贸易中

抢占市场份额，降低环境标准，出现“向底线赛跑”，

盲目扩大生产，忽视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产生

较多的碳排放。因此，经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碳排

放的影响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对外开

放共同作用结果，当前作用方向尚不明确，有待进一

步证实。据此，提出假说 3：现阶段的经济城镇化高

质量发展影响了碳排放，但具体作用方向是正负博弈

结果。

3.2  多维度高质量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中介机制理论分

析与假说提出

2014 年《规划》）指出“推进农民工融入企业，

企业要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人口

高质量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要实现这一目标，农民就业城镇化转型是必须解决的

前提条件 [35]。农民就业结构转型不仅增加了进入城镇

的农民收入，也会间接带动农村剩余人口的收入，缩

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推动城乡消费水

平的提升，对碳排放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 [36]。大

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

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其所从事经济活动的模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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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发生转变，其能耗方式向着更加集约方向转变 [37]。

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和消费结构升级将带动生活性

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非技术劳动力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且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促使生产愈加专业

化，分工精化细化，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产业

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从而降低了碳排放 [38]。由此得到

假说 4：人口高质量城镇化通过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

影响了碳排放。

自财政分权以来，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大增，

不得不寻求其他财政收入来源，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

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财政其构成主要分为土地出

让收入和土地税费两部分，而其中土地出让收入越来

越占据土地财政的主体 [39]。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模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资源

分配等影响碳排放。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需要大量

土地，在当前土地出让市场机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

城市边缘的土地主要用来进行第二、第三产业的开发

和经营，极少用于第一产业，与此配套的基础设施建

设也需要完善，因此，需要消费大量化石能源，产生

较多碳排放 [39]。在“晋升锦标赛”的情景下，政府将

土地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经济性公共物品（包括交通、

能源、通信等方面），因为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所在，

而非经济性公共物品（包括环保设施、文化教育等）

则投入较少，由此产生较多碳排放 [40]。但随着土地城

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土地财政也有可能促进碳减排。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将土地财政资金用于治理环境、建

设环保设施、吸引高水平企业落地投资等，促进第三

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还可以通过

土地财政管控国有建设用地上的新项目建设，对土地

出让对象进行资格审查与质量监管，择优选择，提高

建设用地上的环境管制力度，则有利于碳减排。因此，

土地财政对碳排放具有双重影响，具体作用方向由政

府行为决定。但当前较多文献表明，土地财政会显著

增加碳排放。据此，提出假说 5：现阶段的土地高质

量城镇化水平通过土地财政增加了碳排放。

城镇化水平吸引着产业集聚，是推动产业集聚的

主要动力，产业集聚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碳

排放有重要影响。《规划》中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东

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

市群发展协调机制，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新型

城镇化战略的实质是预期通过发展经济集聚所具有的

各种正外部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节能减

排 [41]。随着经济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之间表现出显著

的经济集聚特征，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当经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

与要素和市场相对分散的农村相比，城镇具有集聚经

济的性质，可以通过要素共享降低成本，减少交通运

输距离，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碳排放；当经济城镇化

高质量发展到较高水平时，不仅可以通过经济集聚的

外部性，还可以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提高技术进

步、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抑制碳排放的增加。另一方

面，当经济高质量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时，经济

集聚的规模快速扩张导致“拥挤效应”，引致能源需

求急剧增加，从而导致碳排放的增加量大于规模经

济、技术溢出、知识共享等正外部性所带来的碳排放

减少量，且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通常会出现能源密集

型和高污染型重工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同样促进了碳

排放。因此，经济高质量城镇化建设通过经济集聚对

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与经济发展速度有关，而当前中国

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提出假说 6：现阶

段经济高质量城镇化通过经济集聚增加了碳排放。

3.3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可知，人口、土地、

经济高质量城镇化分别借助劳动力结构转型、土地财

政、经济集聚等中介变量作用碳排放。基于此，本文

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进行高质量城镇化影响碳排放

的机制检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主要用来检验处理变

量通过一个中介变量影响结果变量的因果机制，是基

于“反事实推论”的原理，来推断处理变量、中介变

量和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最终得到中介变量的直接

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且可以通过计算机随机仿

真模拟，尽可能消除处理变量本身带来的样本选择偏

误所产生的影响 [42]。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是否成立，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进行检验 [43]，具体见方程如下：

 C a a a xit it it it= + + +0 1 2 1urb ε  （1）

 Z b b b xit it it it= + + +0 1 2 2urb ε  （2）

 C c c c Z c xit it it it it= + + + +0 1 2 3 3urb ε  （3）

式中，Cit 为第 t 年第 i 省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

urbit 为自变量，指的是人口高质量城镇化（urb1）、土

地高质量城镇化（urb2）、经济高质量城镇化（urb3）。

xit 为控制变量，包括总人口用区域常住人口（x1）衡

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x2）衡量；环境规制

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x3）衡量；产业结

构用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x4）衡量；市场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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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私营及个体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x5）衡

量；能源消费结构用煤炭消费占总能源消费比重（x6）

衡量。Zit 为中介变量，人口高质量城镇化的中介变量

是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型，用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

总人口比例（Z1）衡量；土地高质量城镇化的中介变

量是土地财政，用土地出让金收入（Z2）衡量；产业

高质量城镇化的中介变量是经济集聚，用经济密度即

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建成区面积之比（Z3）衡量。a1、

b1、c1 为人口、土地、经济高质量城镇化在对应模型

中的回归系数；a2、b2、c3 为控制变量在对应模型中

的回归系数；c2 为中介变量对碳排放的回归系数；a0、

b0、c0 为对应模型中的常数项；ε1it、ε2it、ε3it 为对应模

型中的扰动项。

2000—2018 年碳排放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CEADs），2019 年运用趋势模型计算得到；其他数据

来源于 2006—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8
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6—2019 年《中国

教育统计年鉴》。

3.4  回归结果与分析

在模型估计前，为了防止伪回归对数据进行

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显示面板数

据均通过 2 阶差分的平稳性；运用方差膨胀因子进行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在 10
之内，表明各变量间相关性较低，可进行面板数据回

归。利用温忠麟 [43]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

高质量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果见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在验证人口高质量城镇化对碳

排放的作用机制中，模型（1）中人口高质量城镇化

对碳排放的总效应 a1
①显著为负，模型（3）中人口高

质量城镇化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劳动力结

构对碳排放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模型（2）中

人口高质量城镇化对中介变量劳动力结构转型的作用

不显著，根据温忠麟的检验程序，需要进行 Sobel 检

验，结果不显著，说明人口高质量城镇化直接作用碳

排放，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这与理论分析部分一

致，但劳动力结构转型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与碳排放

的关系中不存在中介效应，可能原因在于当前阶段的

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虽然促进了劳动力结构转型，

但当前户籍制度决定转移人口处于“半城镇化”状

态，大多数农村转移劳动力仍从事基础建设等低技术

含量工作，且工作不稳定，随时伴随着失业风险，并

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结构转移 [44]，所以当前

的人口高质量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结构转型作用不

显著。

模型（4）、模型（5）、模型（6）为土地高质量

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内在机制的检验。在模型（4）中

土地高质量城镇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

用，与假说 2 的理论分析一致；在模型（5）中土地

高质量城镇化对中介变量土地财政具有显著正向作

用，初步判断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在模型（6）中中

介变量对碳排放作用系数显著，但土地高质量城镇化

对碳排放作用系数不显著，说明土地高质量城镇化完

全通过土地财政路径作用碳排放，且现阶段的土地高

质量城镇化通过土地财政收入增加了碳排放，验证了

假说 5 的成立。

模型（7）、模型（8）、模型（9）为经济高质量

城镇化对碳排放传导机制的检验。在模型（7）中，

经济高质量城镇化具有显著的碳减排作用，说明经济

高质量发展带动的碳减排效果大于增加的碳排放，符

合 EKC 曲线；在模型（8）中，经济高质量城镇化对

中介变量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经

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促进了经济集聚，同现阶段新型

城镇化规划内容趋于一致；在模型（9）中，中介变

量对碳排放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经济高质量城镇

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经济高质量城镇化

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方向相反，说明经济

集聚遮掩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碳减排效果，证明了假

说 3 和假说 6 的正确性。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人口、土地、经济三个维度的高质量

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对三

个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然后引入相应

的中介变量——劳动力结构转型、土地财政、经济集

聚，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人口、土地和经济高质量

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得到以下结论：①不同

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当前

的人口高质量城镇化具有显著碳减排效果，经济高质

量城镇化也具有一定碳减排作用，但现阶段土地高质

量城镇化增加了碳排放。②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

与能源消费碳排放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

言，劳动力结构转型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与碳排放间

不存在中介效应，土地财政在土地高质量城镇化与碳

① a1、b1、c1 是 urb 的回归系数，在表中用 urb 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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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经济集聚在经济高质量城

镇化与碳排放间存在遮掩效应。

根据上述结论，在城镇化高质量建设过程中减

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①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和发展潜力，加大人

口保障力度。人口高质量城镇化具有显著的碳减排

效果，因此，提高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降低

碳排放。在大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台相

关配套政策，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现

农村居民市民化，提高人口发展潜力。同时，重视教

育，积极建设高质量高校、研究机构，提高居民的教

育水平，引导居民绿色出行、绿色消费。②优化空间

利用结构，适当把控土地利用程度，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合理分配土地财政收入。在本文研究中，现阶段

的土地高质量城镇化虽然增加了碳排放，但土地高质

量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碳减排。城镇碳减排应

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增加碳汇，另一方面减少碳

源。因此，可通过空间合理规划增加建成区绿化面

积，将土地财政用于配套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鼓

励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建设紧凑式的空间模式；同

时，约束土地使用，保障耕地红线，鼓励开发城市中

未利用地，提高环境监管和治理力度。③立足创新，

优化产业结构和路径，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实

现协调、稳定发展。从回归结果看，现阶段的经济高

质量城镇化有利于碳减排，EKC 曲线表明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可进一步降低碳排放。但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应立足创新，采用科技驱动、技术溢出、知识共享

等路径，实现产业清洁生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

国际贸易面临着更多不确定因素和新冠肺炎大规模爆

发重创全球经济的情况下，促进国内居民消费成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因此，严控房产价格，提高居

民收入，鼓励居民绿色消费，发展经济的同时降低碳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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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Multidimensional High Quality 
Urban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of Energy Consumption

LI Yali1, YANG Zongzhi1, HUANG Heping1*, WANG Zhipe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ru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Carbon emission has always been a hot spot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High quality urbanization is 
conducive to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of population, land and economy was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the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level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verif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hree dimensions of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dimensions of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carbon emissions. The current population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ha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and the economic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also had a certa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but the land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increased carbon emissions at this stage. There were different mechanisms 
between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emission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Specific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structure had no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land finance had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and economic agglomeration had a masking effect 
between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Keywords: high quality urbanization; carbon emission; mediating effect model; mask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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